本地流传和异地振兴：山西民间音乐遗产的两种传承方式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国家社科基金“山西口头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永续利用”课题组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国政府已经加入了相应的国际公约，并实际地加大了保护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和各种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现在更应该加强的是遗产保护理论的研究和田野调查方法论的研究。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主要是民间文学和艺术的研究。这种研究比较注重艺术内部规律的揭示，相应的田野工作注重对于“事象”即作品本身包括表演的研究。但事实上，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这种研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关心各种民间艺术存在的制度环境，注重民俗的研究。我们说的民俗也不仅是那些民间节日与信仰，而且包括更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层面。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要求课题的田野调查有一些新的观察视野。我们不仅要调查山西各民间音乐艺术自身的发展状况，不仅要看到他们的表演与特定地方风俗礼仪的关系，更要观察其具体运作的制度条件。我们特别希望调查这些民间音乐演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谁来组织？谁来批准？谁来付费？费用如何支出与分配？更进一步，在地方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时，这种活动会增加；他们的运作机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们的运作机制与周边各种现代化的运作条件、制度环境有什么区别；具有怎样的联系？等等。我们认为这样才能说明已经成为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音乐品种现实发展或自觉转型的可能途径。

    应该说，迄今我们进行的田野调查还只是初步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就是这样一些有限的田野经验，已揭示出民间音乐自身蕴含的不竭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值得我们格外珍惜的。我们的相关保护政策如果能与之相辅相成，保护就会是更有效也更符合伦理的。这里，我们给出对两个地方民间音乐品种传承状况的调查报告。我们认为，本地流传和异地振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两种传承模式；两种模式都符合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也都应该得到有关方面的扶持和呵护。

一、本地流传：定襄八音会

    在晋西北大地上，每逢婚丧嫁娶、岁时庆典、喜庆佳节，八音会的唢呐声就会响起，在忻州市的忻府区、定襄、原平、五台四个地方聚集了忻州市大多数的八音会人员，近十年来，河曲、保德、岢岚等地的八音会也有所发展。据民间流传，八音会在明朝万历年间从宫廷传入定襄。时定襄北社东村人李楠任都察右副都御史，其子被神宗朱翊钧相中做了郡马。神宗御赐郡马府一支鼓乐班，每日三次为郡马奏乐。后郡马返里省亲祭祖，将这支鼓乐班带回故里。就是这支御用鼓乐班留了下来，成了定襄八音会的正源。今天八音会吹打乐《大得胜》亦称《得胜鼓还朝》，据传就是当年的宫廷音乐。据《定襄县补志》卷二《风俗》篇载，清雍正四年(1727)十二月二日“定襄男不出赘……完婚可仿古制，至若鼓吹拜迎，肆筵设席，非复古礼，不贺不举乐之意”。可见定襄鼓吹乐在雍正年间已在民间婚嫁庆典中得到普遍应用，相当盛行。
    到民国时期，凡有秧歌、社火、婚丧嫁娶、祝寿、庙会、祭祀等活动，均有八音会伴奏和助兴。新中国建立后，连召开大会、欢迎欢送都用八音会。但文革期间全部禁止。改革开放后它重新发展，恢复了生命力。
    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山西演职人员收入也在提高，但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整个艺术团体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一直在下降。演出场次从1988年的48900场下降到2004年的29600场；观众人数从1988年的9322万人次下降到2004年的4246万人次出头。但在定襄县，民间的八音会活动情况例外，班社在增加，从业人员数量也在扩大。

    定襄位于太原和佛教圣地五台山的中途，是到五台山朝圣的必经之地。该县八音会业务繁忙，从业人员众多。在建国初到1997年以前，八音会班社基本保持有30余个，从业人员300人左右（“文化大革命”时期除外）；到1997年以后，全县班社迅速发展，据定襄县宏道镇北街人、53岁的王某（退休教师、八音会从业人员，曾受聘于河边高级职业中学八音班）讲，“定襄县现在的八音班子，知名的有30－40家，小班子更多，有50－60家，总数在100家以上……人数怎么也在1000以上。”“大班子每年演出100场以上，小班子40－50场，照此推算，每年总演出达到8000－10000场次。”“每年观众累计在50－60万人，（八音会班社）总收入约500万元，（艺人）人平均约5000元，近几年变化不大。”在定襄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有3600元左右，相比之下八音会在当地是一个有好多人羡慕的、旱涝保收的行当。

    定襄八音会的演出场合主要有两种：一是年节庙会；二是老百姓家里有婚丧嫁娶。新年春节秧歌社火都在冬季；老百姓办喜事也喜欢凑在年节期间；加上冬季寒冷，老人们容易过不去这个季节，所以丧事也是这时多，因而八音会最忙碌的日子是冬季，大约一半的演出在这个时期。年节的庙会上，八音会的观众能有万人以上；越是经济欠发达、交通闭塞一些的村子八音会的观众越多。至于老百姓的婚丧嫁娶，是一定要用八音会的，谁也不能替代。当地老百姓把这叫做“雇响器”。
    课题组成员在定襄采访部分村民，向他们了解请八音会演乐的情况。受禄村的王某（1950年生，务农，两子一女，今年正月儿子结婚）说：“今年儿子结婚雇响器，花费700元，带唱，咱不能和大户人家比，人家请名人出场花个两千、三千都可以，咱是尽心，能少花就少花点，少花钱还要办事，还要办好。”晋昌镇的焦某（1971年生，个体户，经营拖拉机配件，年收入1万出头，妻子无业，有一女上幼儿园）说：“我们弟兄三人，我是1997年结婚，我家老三早我一年是1996年办的，我哥是1992年，都请了响器，费用我也不清楚，都是家里给安排的，我和老三那会儿也就是三、四百吧。”南庄村苏某（1970年生，教师，月工资964元；家里9口人，包括奶奶、三兄弟、妹妹、弟媳，父母务农，两个弟弟打工）说：“我是2005年结婚，当时雇响器花了800元左右，为什么要雇？这是个面子上的事，也是个乡俗。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要红红火火、光光彩彩。一是向外界公布俩人的社会关系，是一个认证。结婚手续是法律的认证，雇吹手办婚事，是求得社会的认证；二是一个承诺，大大方方向外界公布结婚这个事，增强了婚姻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巩固婚姻关系。”可以看出，几个人都是普通百姓，他们不仅要付出相当的钱财，以遵循当地的民风，图个好彩头，也深谙这乡土民俗的社会含义。

    碰到婚丧嫁娶，哪家不请八音会，会被认为不懂规矩，也很没有面子；请八音会，八音会也是按规定程序，什么时候需要音乐，要什么曲子，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乱来。送葬时吹奏的曲子有八音会传统曲目《哭皇天》、管子吹奏北路梆子选段、电子琴演奏的哀乐，听上去很悲伤。婚礼上要用的是《大得胜》，或者戏曲段子《三对面》。参加婚礼的宾客也可以点名吹奏一些高难度的唢呐曲，点唱一些有难度的歌曲和戏曲，演唱出了疵漏是很影响班社声誉的事。有时本村一些“演艺高人”也会被推进来露一手，还有毛遂自荐要与乐队合作唱几曲的。而一些经济条件好的村镇，会有人拿出钱来点歌，这时一些年轻漂亮的女歌手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八音会毕竟是伺候人的。在事主家吃饭时八音会人员会被单独安排一桌，通常是在院子的东南角，这在当地许多人家是靠厕所的方位，冬天时候尤其冷。艺人们有句话叫：“烤前心，凉脊背，挣的好人钱，受的赖人罪”，还真是这么回事。但八音会拿到钱了。
    不同八音会班社演出的费用有很大差别。据我们了解，一个普通班社参加演出的有10来个人，平时演出每场500-700元，“紧日子”（每年国庆到第二年正月）每场都在1000元以上，每年演出100-150场。这样一年下来总收入应该有8万元以上，人均可以有8000元的收入。而一个更有名气、设备更精良的班社有12个人，每年演出180-230场。近两年每场演出收费都在2000元以上，多时可达到5000-6000元。这样算下来一年的总收入可以达到40万元，每人平均可以收入3万多元。这个收入水平在农村人看来已经和城镇职工没什么差别。而八音会从80年代开始四处“鼓吹”，每场收入25-30元时，就已经达到了“城里人”的水平。

    八音会人员常年在各村庄流动，熟人很多；有些技术好早早出名的，受人尊敬，也会得到村上女子的爱慕，但这往往会成为人们瞧不起“吹鼓手”的原因。但对从业人员个人来讲，村民没有太多偏见。他们手有余钱，见多识广，很容易获得女（男）子的亲睐，正式婚姻成功率很高，很少有家长不同意的。不少老百姓还愿意让自己学习不太好的孩子去学习吹打乐。学习八音投资小，一把唢呐100-200元，笙200-300元，鼓、板的价格也都不高，所以即使学不成也没太大损失；而学习时间短，两年就可以出去演出，有相对较为理想的收入。这是老百姓算得比较清楚的。当年河边高级职业中学办了几届八音班，培养了200多名学生。该校同时设置美术、机电、种植、养殖等专业，可就数八音班人数最多，学员来自五台、定襄、忻州、原平、宁武、岢岚、神池、保德、河曲、岚县（吕梁）、兴县（吕梁）等地。

    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间，八音会的音乐演出也经历了历史上最快最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表现为下列三个方面。第一，一些通俗歌曲曲调加入了演奏的曲目。如老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敢问路在何方》、《汾河流水哗啦啦》、《达坂城的姑娘》等；摇滚味道的《站台》、《冬天里的一把火》等。宋祖英的歌曲被人们喜爱，《好日子》、《辣妹子》、《小背篓》、《兵哥哥》等八音会都会演奏；李娜的《青藏高原》、《走进西藏》、《女人是老虎》也没拉下。第二，八音会不断引入新乐器，甚至包括了电子琴和架子鼓。这是歌曲曲调加入后顺理成章的事。第三，八音会里有了歌手的加盟。开始时是一些剧团的戏曲演员客串唱唱晋剧、京剧、黄梅剧，后来就是二人台和通俗歌曲。现在歌手在八音会的班底中往往有点儿特殊地位，出场价是事先约定的。有时，歌手是由主家而不是班主点名来的。近来，如果主家愿意，八音会的演出节目单中甚至可以包括舞蹈。

    很可能有一些专家会质疑这样的八音会音乐，会感到“哭笑不得”，但这就是田野里现存的八音会音乐。乡间仍然传说着八音会的传奇，比如两家八音会唱对台，某某人吹唢呐音量压不过对手败下阵来；某某人吹到吐血，以后再也吹不了唢呐等等。但最后村民们会补上一句：还是现在的好听。南庄村有一个老艺人凭着特制的一个唢呐大套碗，把对手压的什么都听不到，风光了好久。但在今天，再大的力气也吹不过音响设备。前面提到的两个乐班，一个配备了科达、捷克音箱各2只，美国品牌的功放1个和8路的调音台；另一个配置了主音箱2对和反馈音箱1对，湖山牌功放，以及德国品牌的14路调音台。定襄的八音会班社现在一般是乘着自己的汽车或农用车去演出。

    定襄八音会的前景如何，我们很难具体预料，但他们也面临竞争。传统上村民就有请两个班社唱对台的习俗。受禄镇邢某，1958年生，弟兄三人，1984年退伍军人，现在家务农，有一子一女。他对我们说：“我是1983年结婚，当时在北京，第二年退伍回家，在部队结婚没雇吹手，当时在家的同龄人结婚都雇吹手，那会不带唱，有钱没钱，响器还是要雇的，除非实在没钱。我爹1981年死时，雇了两班响器，一班南王的，一班受禄的，开销大概在100元左右。我娘1998年死时是本村某某和定襄两个班子带唱，花费也接近1000元。今年，最晚明年儿子结婚，响器肯定要用，还要用好的。”受禄村是有名的八音会人员聚集的村子，本村的班社不希望有外人插手本村的红白事，所以有时低价甚至免费帮本村人的忙，主动请缨和外请的班子唱对台。这种局面下，哪个班社情愿落后呢？上文中提到一个实力较强的班社，它的班主不仅有山西锣鼓协会会员、忻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定襄县秧歌队副队长等很多头衔，还曾多次在省一级音乐赛事中获过奖。实际八音会的优秀人员大多是当地民间文艺团体的成员和领头人。这很像民间那句话说的：“没有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竞争会激励八音会班社努力提高表演技艺。

    同时，由于演出是收费的，所以演出风格会受时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仍然在民俗的制约之下。电子琴、电子鼓、调音台这些设备老一辈八音会开始不会操作。接受新事物敏捷的年轻人就想另搭班子单干，可那些出钱请八音会的、出生于上个世纪中叶以前的父母辈却并不接受他们。最终年轻的技术人才慢慢地被有影响的班社吸收，八音会音乐风格的“转型”才算完成。今天的八音会也懂得广告宣传，但在定襄这个乡土社会中，信息有自己的传播渠道与方式。人们请八音会都是人托人、人靠人，很少直接打电话联系。所以，口碑仍然是最好的广告。对于这样一种民风中的民间音乐我们有什么理由指手画脚或杞人忧天呢？

二、异地振兴：绛州鼓乐

    绛州是新绛的古称，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汾河下游，历史上曾是尧、舜、禹的主要活动区域，历来为晋西南政治中心、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商业都会。这里还有着灿烂的民间文化，刺绣、面塑、戏曲、锣鼓、剪纸、皮影等源远流长，它历史悠久的锣鼓打击乐，近年来更是获得极大的发展。1988年成立的绛州鼓乐团，将这种鼓乐从农家院带出来，搬上艺术殿堂，推向国际舞台，使之也被誉为“国之瑰宝”。

    绛州鼓乐有悠久的流传史。与新绛一路之隔的襄汾县发掘出来的陶寺鼓有40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出来的最早的鼓。这证明鼓在这一地区存在时间之久远。先秦文献中也有关于秦筝晋鼓的记载。唐初年的绛州地区经济繁荣，铸币业发达，文化随之兴盛。传说李世民的部队曾在此演奏鼓乐《秦王破阵乐》。唐代“擂鼓台”遗址
至今尚存。《辞海》上说形成于北宋的“锣鼓杂戏，起源于绛州”；新绛县吴岭庄、南范庄、东韩、寨里出土的许多宋元时期墓葬中有大量的鼓舞乐俑砖雕，足见绛州鼓乐的兴盛。明清时期的绛州，商业、手工业异常繁荣，“七十二行，行行俱全”，被誉为“七十二行城”。一首民歌《走绛州》恰是绛州当年作为晋南商贸都会、水旱码头的真实写照。这里行业庙会每年多达20余次
，赛社活动连年不断，春祈秋报更是频繁，农村的庙会举不胜举，绛州鼓乐在这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和繁荣。《直隶绛州志》记载“岁时社祭，夏冬两季，又乡镇多香火，扮社鼓演剧”。近代以来，绛州鼓乐作为民俗音乐活动一直延续，即使在文革当中也不曾间断。然而即使到20世纪90年代人口29万的新绛县人均GDP只有250美元左右，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只有100美元上下，现代的新绛已不是盛唐时的绛州，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无法使鼓乐兴盛的。从这种历史描述中我们也可以感到，绛州鼓乐是一个逐渐从大传统流落到小传统中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经过长期的流传，绛州鼓乐创造了丰富的艺术表演形式，可以说，新绛县各乡各村都有自己的“点子”（当地人称鼓点为点子），以及多姿多彩的演奏技法，至今其流传曲牌还有300多首。广泛分布于新绛各地的绛州鼓乐演奏形式主要三种：（1）花敲鼓。花敲鼓所用乐器仅有鼓和板，俗称干鼓；乐器共28件，其中扁鼓24面，代表一年24个节令，夹板4副，分别象征牛、虎、狮子、麒麟四兽，取牛之忠、虎之猛、狮子之威，麒麟之祥，意求事事如意，年年丰收。花敲鼓的演奏运用磕、擦、搓、挑、撩、敲、碰等技法，变化多端，繁简有序，颇具特色。（2）穿箱锣鼓。穿箱锣鼓因表演者身着传统戏装而得名；传统乐队为16人，小鼓2人、唐锣2人、大鼓2人、大钹2人、大锣8人。（3）车鼓。车鼓是鼓载于车上击奏的表演形式，有马拉、牛拉、人拉等多种方式，阳王、万安一带凡闹社火，必奏此乐；所用鼓是专制的特号大鼓，直径1.5m，腔长1m，奔跑起来如战车隆隆，“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威风至极”。这都说明绛州鼓乐的历史积淀是很深厚的，其艺术价值也非常之高。
    事实上晋南许多地区都有鼓乐在民间流行，但不少地区的鼓乐流传状况不似绛县红火。如孟县的“文迓鼓”及其相类似的节目“牛斗虎”等都已经绝迹几十年。另如运城地区的河东锣鼓虽然还广为流传，然其名气却不如绛州鼓乐那么大。这里实际上有这些民间音乐品种存在模式上的差异。在新绛，一支鼓乐艺术团自上世纪80年代起再次从民间发起，筚路褴褛，最终自立于上海大都市的艺术舞台。他们的精彩演出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绛州鼓乐的激情与魅力。
    绛州鼓乐的当代振兴与王秦安个人有很大的关系。上个世纪80年代，身为新绛县文化馆馆长的王秦安在下乡搜集民间美术作品的过程中，意外了解到极具价值却又处于衰亡中的锣鼓艺术。他决心使这一民间艺术发扬光大。此后王秦安对绛州鼓乐资源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1987年6月，山西省政府在太原举办首届“两会一节”（经济洽谈会、贸易促进会和民间艺术节），用当时的说法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在这里是“跑龙套”的。“两会一节”要求各县选有地方特色的节目赴太原表演，王秦安抓住这一时机，召集了全县各乡村20多位民间鼓手，组成“新绛县农民锣鼓队”亮相省城。演出荣膺艺术节金奖，获得巨大成功；并继而应邀参加1988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龙年龙乐音乐周”。他们精彩的表演在北京再次引起轰动，当时有多家媒体竞相报道，称绛州鼓乐“深厚的传统在新的生活土壤中延续下来，仍然是那么根深叶茂”，具有“龙腾虎跃般的茁壮强大的生命力”。1月31日音乐周挑选出来的优秀节目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闭幕式演出，他们成了其间唯一一个民间演出团体，著名音乐家李焕之说“它那宏大壮观，气吞山河的气势，实在令人赞美不已……”。这以后，“新绛县农民鼓锣队”变成了“民办非企业单位”“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注册资金100万，王秦安出任团长。艺术团自此踏上了弘扬绛州鼓乐艺术传统的漫漫征程。
    事后王秦安回顾说：“我的幸运在于我每次都抓住了机遇。”这里“抓住机遇”，不是指“两会一节”及后来“龙年龙乐音乐周”的召唤，而是指鼓乐队进行的节目创作。当时演奏的曲目是根据新绛民间鼓乐谱整理、经鼓乐团集体研讨、由省歌舞剧院王宝灿等执笔的《秦王点兵》和王宝灿、郝世勋执笔的《滚核桃》。其后每有一次重要演出安排，艺术团都要创作积累一两个新节目，久而久之一台完整晚会的节目集成了。一个艺术团体只能立身于自身强大的原创能力基础之上。这些节目不再是处于民间、未经选炼的文化“矿石原料”，而是精雕细刻形成的精品杰作。而在后来的文化市场运作中，这样的节目才更方便给予知识产权保护，才不至于被尚未规范的市场及不公平竞争迅速挤垮。
    绛州鼓乐艺术团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在新绛本地的发展与2000年以后走出“原产地”进入上海的发展。

    建团以后，全团人员在团长王秦安带领下，齐心协力，艰难拼搏，努力打造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鼓乐节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到2000年为止，他们在全国性的重大比赛中夺得的奖项包括：山西国际锣鼓艺术节金奖（1991年）、全国民间舞蹈比赛决赛特等奖（1992年，《秦王点兵》）和一等奖（《滚核桃》）、第二届“群星奖”金奖（1992年，《秦王点兵》）和银奖（《滚核桃》）、中华民间锣鼓擂台赛冠军（1996年，北京）、第九届“群星奖”金奖（2000年，《啦呱》和《老鼠娶亲》）。在此期间，艺术团还多次到海外演出，每次都载誉而归。1995年，他们应邀赴香港参加“九五香港艺术节”。演出引起轰动，14个节目之间掌声达34次，全场沸腾。到马来西亚和丹麦演出，所在国元首、女王亲自莅临观看，并上台致贺。事实上，这一阶段的打拼为艺术团奠定了艺术产品基础和蜚声海内外的品牌荣誉。

    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提速，市场经济体制在这10年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也形成了规模。但对绛州鼓乐艺术团来说，这只是形势的一个方面。作为文艺演出团体，其经济状况实际上每况愈下。在经济欠发达的中国中部地区，一些地方在公共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总是最先放弃公共文化责任。绛州鼓乐团建团初期，条件极其困难。这样一个民营艺术团一年大约需要30万元左右的经费，包括艺术团驻地大院的租金、水电费、工资支出、制鼓费等。但就这么点儿经费他们仍然不容易凑足，团长王秦安曾背着家人把自己的工资以及家里积蓄全部拿出来办团，也曾借过“高利贷”。全团20多团员挤在一所农村中学，自带干粮；床具不够，他们铺一把麦杆，以地为床；团员们为了绛州鼓乐的未来，放下地里的农活和外出挣钱的机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刻苦训练。由于经济拮据，有时不能正常发放工资，但团员们深知团里的困难，无怨无悔，共渡难关……可事情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如果不是有美好的希望支撑又有谁能长期忍受苦苦煎熬呢？新千年到来前夕，艺术团的领导层经过慎重考虑，包括对长江下游七八个城市的市场环境条件进行分析、考察，毅然选择上海，率领全团进驻上海谋发展。

    绛州鼓乐艺术团发展的第二阶段开始时也是充满艰辛的。由于乐团在上海知名度不高，又赶上演出淡季，乐团曾连每人每天五元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的生活费都保证不了。团长王秦安无论如何都忘不了，自己曾紧紧捏住最后一笔钱不撒手，那是最后带全体团员返回山西的火车票款。终于，有一个台湾房地产开发商请他们参加开业演出，这次演出非常成功，使绛州鼓乐团在上海名声大震。凭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团员们精湛的表演，鼓乐团在上海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站住了脚。采访中，王团长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每年的演出场次都在150场以上，仅演出收入一项就超过100万元。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练功房，有了自己的汽车，团员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鼓乐团发展态势良好，演出订单很多。他们灵活地根据演出需求类型的不同，调整节目单和表演阵容。除了演出之外，他们在影片《花好月圆》、《满汉全席》和李连杰主演的《霍元甲》中担任过锣鼓表演；他们还和一些艺术院校联合办学，传授绛州鼓乐。尽管可以看出，绛州鼓乐艺术团在上海的经济实力还十分有限，演员队伍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上海和新绛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但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文化需求比较充分的上海，他们对民间音乐的追求终于找到了一种大致可匹配的制度环境。

    绛州鼓乐团南下上海不仅是为了求生存，更重要的是为了弘扬绛州鼓乐这种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在经济上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鼓乐团继续强化节目的开发和原创，继续强化演出对观众的震撼力。2001年，节目《晋南花鼓》获第十届群星奖金奖；2004年，新节目《黄河船夫》再获第十三届群星奖金奖。在2004年连云港中国民族鼓乐精英赛和同年哈尔滨鼓舞龙江大赛上连折桂冠，将绛州鼓乐传播到四面八方。

    在国际性大都市接连不断的商业演出当中，绛州鼓乐本身也得到了发展与提炼。以他们的成名作《秦王点兵》和《滚核桃》为例，《秦王点兵》取材于绛州民间传统车鼓曲牌《小秦王乱点兵》，经过专业音乐家的艺术加工，乐曲中不仅有传统的鼓点，而且运用了专业创作的发展手法，还借鉴西洋曲式中常见的综合再现的结构原则；《滚核桃》取材于绛州民间鼓乐曲牌《厦坡里滚核桃》，运用新绛特有的“花敲鼓”的演奏方法，但节目也经过大量的艺术加工。传统的花敲鼓阵容通常为24面鼓、2幅夹板、2幅梆子，速度、力度的变化却很小，比较平直呆板，改编后的《滚核桃》演员减少到9人（8面鼓、1幅夹板），为村头街道表演走上剧场舞台（所谓“第四堵墙”）准备了条件。改编后的乐曲不仅使绛州鼓乐所特有“花鼓干打”技法如击鼓心、敲鼓边、顶鼓帮、磨鼓钉、搓鼓棰、碰鼓棰、磕鼓环、蹭鼓皮、滚鼓棰、打鼓架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节奏力度上让慢板、中板、急板、散板频繁变化，突强、突弱、渐强、渐弱变化目不暇接，乐曲表现力也得到极大的提高。

    王秦安团长是个文化人，对艺术的发展有很好的理解。现在绛州鼓乐艺术化节目化的道路刚好和市场化的要求是一致的。地方性的民间音乐往往是群众性的，参与演出的人多但技巧性不可能普遍很高；现在按商业方式登上舞台演出人数不能太多，但表演技巧必须大幅度提高，表演者必须受到足够的艺术技巧培训，甚至需要有一定的艺术天分。这样的艺术才是高质量的惟一性，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节目《牛斗虎》两只大鼓、两位年轻演员，但两人娴熟的击鼓技巧和默契的配合，加上灯光与音响设备的烘托，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场面的宏大与壮烈，打斗的胶着与紧张。在“牛”与“虎”一进一退的攻防转换中，民间的那种情节性、故事性演进逐渐地被艺术的抒情性、形式感展现所替代。又如打击乐尤其是鼓乐，乐器表现力有限使得其旋律性不足，要扩大鼓乐的表现力就必须在乐器上下功夫，要赋予传统的中国民间乐器以调性，赋予其更多的旋律感。因此现在绛州鼓乐团的表演乐器中不仅有各种传统的鼓，也出现了类似西方定音鼓、架子鼓性质的中国排鼓；在大型作品当中甚至适当加入了辅助性的吹管乐器。就是为了这些效果，王团长的节目创作总是会找山西或上海乃至全国的艺术专家参与。可以肯定地说，在民间音乐表演中那种传统曲牌、套路自由联缀的音乐单元构成，在艺术团已经变成了多段体的独立作品固定构造。通过艺术创新，民间音乐艺术的精髓最大限度地向大传统升华，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因子融入了后现代景观。同时这样的艺术才是应该设定更高的票价的。

    绛州鼓乐团在上海的发展令人欣喜，但这不等于说这种民间音乐遗产已经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新生，不等于说它的发展不再需要政府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保护。在文化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传媒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文化资源的紧缺就更突出。要开发创作出更多的作品，绛州鼓乐团也需要不断地重返新绛，进一步挖掘当地的民间鼓乐遗产。这件事没有经济的保障就会是一句空话。另外，民间艺人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以前的许多年轻演员是因为感到在乡间学校学习成绩不理想或家庭经济条件太差，看不到发展前途才进入鼓乐团学艺的。到了大城市以后，一些新的机遇向他们敞开了，他们也会心动，甚至会离团而去，寻找更“体面”的工作。那么演出队伍怎样才可以相对稳定呢？还有，随着艺术团创始人年龄的老化，新的经营管理体制该怎样设计呢？所有这样的问题都摆在绛州鼓乐团的面前，萦绕在王秦安团长的心间。

    在我们看来，定襄八音会和绛州鼓乐的当下传承与发展代表着民间艺术发展的两种类型。在前一种情况下，传统的民俗基础延续存在，因而民间艺术可以在这一制度环境中自然演进，显得更淳朴。当然这种民俗环境也不是没有变化，其演出的经济模式已经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也明显地改变了表演的样态。类似的情况在山西还有一些，如长子鼓书及一定意义上的临县阳歌。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有的民间艺术迅速闯入新的都市环境中，并因更专业化的艺术创新和商业运作适应了都市和市场的要求。事实上，民间艺术进城、上台、在线也是其传承的一条路线。自古以来，所谓大传统即主流的精英艺术、宫廷艺术与小传统即民间艺术一直是有双向互动的。从小传统向大传统提升是一种艺术发展良好的标志。因此我们将本地流传和异地振兴看作民间艺术传承的两种典型的模式或类型，现实中各种民间艺术的流传样式可能会介乎于这两个端点之间。

    包括民间音乐在内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严格地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遗产，即主人去世后留下的遗物，而是由其传承人及文化共同体现实地负载着的活的文化价值，只是他们所属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将成为过去。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与一般文化遗产保护不完全相同、实际上更复杂的伦理原则。这里不仅一般地涉及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也涉及到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想的保护是实现后现代的文化多样性追求与前现代的艺术冲动的友好对话。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目睹定襄、新绛及山西各地这些民间音乐艺术的现状时百感交集，我们知道对他们的保护意味着一种责任，更意味着精致、合理的制度设计。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进行这一项工作。

课题组负责人：章建刚  王亮
课题组成员：赵海英  杨阳  刘晓伟  常宇杰  郭威  刘芳  刘佳
执笔人：刘晓伟  常宇杰
�  迄今在李世民囤兵的秦王堡尚有“擂鼓台”的遗迹可寻。秦王堡在新绛县城的西南20里处，亦称唐堡,现名堡理。


� 据《新绛县志》（陕西出版社1997年）第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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